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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数字产业发展是事关新时代中国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的重要课题。
由于数字技术成果具有无形性、易复制、易被侵权等特点,加强数字产权保护对

于推动数字产业发展尤为关键。本文立足于中国加速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司法体

系的现实场景,以全国各地区分阶段试点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庭)为准自然实验。
结果发现,在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庭)加强数字产权司法保护后,管辖城市

内数字产业发展活力显著提升,具体表现为数字新创企业占当地所有新创企业

的比重大幅提高(增幅达12.5%)。机理分析显示,加强数字产权司法保护有助

于激发数字化人才的创新意愿和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从而产出更多支撑数字产

业发展的数字创新成果。异质性研究发现,地区内强力的智力支撑和更为完善

的金融市场,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财政支持,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前述影

响。最后,从经济后果来看,司法赋能的数字产业发展显著推动了区域经济增

长,成为新时代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证实知识产权司法体系建设

对数字产业发展的积极影响,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先机具

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关键词 司法赋能;产权保护;数字产业;数字创新;数字创业

0 引言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

争的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2021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022年1月,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从顶层设计明确了中国数字

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是“十四五”时期推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行动纲领。其中,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发展成为“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核

心内容。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同样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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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在支持产业发展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政策经验,相关经

验积累为新时代发展数字产业提供了重要借鉴。最近几年,数字经济发展相关的支持和

引导政策密集出台,对中国数字产业的孕育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引导和促进作用。但作

为全新的经济形态,发展数字产业与发展传统产业相比具有鲜明特点和显著差异,因而除

了借鉴历史政策经验,还需重视数字产业特征内生决定的制度需求。
在数字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对数字产权形成有效保护是亟须解决的关键和难点(刘洋

等,2020;王华等,2022)。数字产业的发展依托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

兴数字技术,不管是形成新产业、催生新模式,还是赋能传统产业,都是不断创新突破的过

程(陈晓红等,2022)。和传统的创新活动一样,数字相关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前期

技术研发投入大、风险高。区别于传统创新,依托于信息技术的数字创新成果往往缺少实

物,知识产权成为数字产权保护的核心内容(Teece,2018)。而在信息时代,数字创新成果

的再生产成本很低、传播速度极快,极其容易被侵权,使得从数字创新中获益变得十分具

有挑战性,加强对数字产权的保护迫在眉睫(Teece,2018;王华等,2022)。2022年7月12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国家知识产权局将深入开展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业态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研究和实践探索,增强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的核心动能,助力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遗憾的是,虽然各政府部门、媒体、学者对于数字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讨论较多,但在经

济学研究领域,相关的经验证据依然少见。最近十年,中国在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

取得长足进展,其中,在全国各地分阶段试点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和知识产权法庭是

最具代表性的工作之一。诚然,知识产权法院(庭)设立的初衷不是为了保障数字产业发

展,但其确实增强了中国对于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黎文靖等,2021),这为从数字产

权保护视角研究司法赋能数字产业发展提供了理想场景。具体而言,本文基于2010年至

2019年总计5000余万条新创企业数据,以各城市数字产业新创企业占所有新创企业的比

重作为数字产业发展的代理变量,利用试点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庭)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开

展实证研究。以数字产业创业测度数字产业发展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市场中已经存在的

企业是否已经数字化转型或者能否归入数字产业的范围,难以获得相关的数据支持;另一

方面,创业活动是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表征(Aghion
 

and
 

Howitt,1998),数字产业新创企

业占比不仅体现出市场中资源配置的变化趋势,也体现出了当地数字产业的基数增长和

未来潜力。
本文研究发现,各地区在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庭)后,辖区内的数字产业新创企业占所

有新创企业的比重平均增加2%(相比16%的样本均值,增幅达到12.5%);并且发现,随
着时间的推移,增强对数字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在长期中将使数字产业新创企业占比每

年增加约3%,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数字产业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具体机

制方面,本文发现,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后,数字化专业人才的创新意愿更强,风险投资

者的投资意愿更大,是推动数字创新并促进数字产业创业发展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的研

究显示,地区内更强的智力支撑,更好的金融市场环境,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财政

支持,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司法保护对数字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后,在经济后果方面,
本文检验数字产业创业是否真正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结果证实数字产业创业是地方

经济实现新一轮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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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既有的研究相比,本文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边际贡献:
一是聚焦中国市场中的数字创业活动,并深入研究影响其发展的制度性因素。数字

经济作为近年来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不仅受到中国政府部门和市场各方的广泛关注,学
术界也对此做了大量讨论。从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来看,大量文献聚焦于数字经济发展

的经济影响,以及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意义(赵涛等,2020;张国胜和杜鹏飞,

2022),对于数字创业以及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关注不足。本文从数字经济内在

特征所要求的制度环境视角出发,将数字产业创业大数据纳入数字经济的研究范畴,证实

良好的司法环境有助于推动数字产业发展,并厘清其具体的影响机理,有效弥补了现有研

究的缺憾。
二是扩展了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研究的研究范畴。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学术研究已经

积累了丰富的文献,但大多围绕创新活动展开(龙小宁等,2018;黎文靖等,2021),对于知

识产权保护是否在更广泛的经济活动中具有影响缺少关注和讨论。本文首次关注知识产

权保护对数字创业的潜在影响,证实知识产权保护会激发创业者的创业意愿以及投资者

的投资意愿,进而激发地区内的数字产业创业活力,为知识产权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

视角。此外,中国目前正加速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本文的研究

结论有利于市场各方更加直观地洞悉加速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的重要政策意义与经济

价值。
三是为新时代以数字经济发展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数字经济

作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直接关系到未来各国的国家竞争力和世界经济格局,是
中国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本文发现,新时代发展数字经济除了需要构建

有利的司法环境,还需人才、金融、政策、财政等各方面协同支撑。在中国将数字经济上升

到国家战略重点的现实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利于各级政府思考如何统筹各政府职

能部门协同合作,加速引导市场人才、金融资源定向流动,进而构建有助于数字经济发展

的市场环境,并最终将数字经济打造成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引擎。

1 制度背景与假说提出

1.1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背景

  数字革命被认为是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数字技术已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领域和全过程,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一轮推动

力。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数字

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通过形成新产业、催生新模式、赋能传统行业,持续推动着全球经济发

展(陈晓红等,2022)。2019年,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测算,数字经济规模已经占到世

界GDP的4.5%至15.5%。最近几年,这一比率依然在快速增长,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持续

影响下,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不断丰富。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数字经济在促进信息对

称、降低交易成本、精确配置资源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正加速破除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的

要素供需矛盾、经济活动空间限制等发展障碍,是数字时代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陈
晓红等,2022)。目前,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而如何发展数字

经济则成为关乎未来世界各国国家竞争力和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关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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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先机,发挥数字技术的带动作用,是新时代快速提升中国产业技

术竞争力,进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申卫星,2020;赵涛等,2020)。自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G20峰会

上代表中国首倡数字经济全球合作,得到各国积极响应。同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发

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和《“十三五”国家信息化

规划》等战略规划,着力以数字技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与创造力,加快经济新旧动能接续

转换,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在2017年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中,“数字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数字经济成为中国新时代经济发

展的顶层战略。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数字经济作为新时代国家发展关键战略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2019年10月,国家发改委联合网信办召开“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启动会”,批准

浙江省、河北省(雄安新区)、福建省、广东省、重庆市、四川省成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试验区,并发布《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旨在通过试验区先行探索、积
累经验,进一步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发布,其中数字发展被单独设置

一章,明确提出要“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

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数字产业

发展的重点问题,指出到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要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

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
为保障数字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为其营

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例如,2018年9月,国家发改委等19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发展数字

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从数字经济领域就业法律制度保障、数字化公共就业

创业服务能力、人力资源市场配置效率等方面提供了总体方向和具体要求。2021年6月,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从法律角度规范了数

据活动,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以保障数据充分发挥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

用。2022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十四五”市场监管科技发展规划》,要求加快形成

统一的数字市场准入和监管规则,以引导数字经济有序发展。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

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这一概念内涵进行深度阐释,数字经济

成为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之一,预期未来数字经济将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
在各类政策、法规的引导和支持下,数字经济占中国GDP的比重逐年提升,由2005

年的14.2%提高到2020年的38.6%,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快速攀升。显

然,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已经抓住先机,并且具备市场规模最大、企业创新活力强、数
字投资及消费空间大等客观优势(江小涓和黄颖轩,2021)。不过,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

态,数字经济发展依然才处于起步阶段,其所需的制度性支持是全方位的、可持续的,中国

目前相关的制度体系建设仍难以充分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还存在很多制度漏洞亟

须填补,以及有望释放正向效应的政策亟待探索,这要求国内学术界展开更加深入细致的

思考,以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为相关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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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字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数字产业发展

根据国务院2022年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国在“十四五”时期发展

数字经济的核心是发展数字产业,一方面加速推动数字产业化,创造新产业、新商业模式;
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而不管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

业数字化,都需要依托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创新数字技术的支撑。因

此,数字创新活动已成为数字经济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郑攀攀和庄子银,

2024),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源泉。现有研究表明,在创新驱动的经济市场中,有效的

知识产权保护十分关键(龙小宁等,2018;黎文靖等,2021),尤其是在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竞

争力的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刘洋等,2020;申卫星,2020;
江小涓和黄颖轩,2021)。然而,在数字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尚

不完善,数字创新成果存在易被侵权和维权困难的现实难题,可能抑制市场中的数字创新

活动。
从侵权的角度看,数字创新前期投入较高,但投入市场后再生产成本较低,容易导致

搭便车行为。不论是将数字创新技术发展成为特定的产业,还是将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

实现深度融合创新,均需要进行较大的前期投入。然而,由于数字技术存在易模仿性,数
字创新在获取与前期成本相匹配的商业回报方面十分具有挑战性(Teece,2018;张文魁,

2022)。尤其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具有模仿速度快的特征(赵宸宇,

2021),这可能导致出现大量搭便车者(侵权者),降低创新者和投资者的预期收益,从而抑

制其参与数字创新活动的意愿。
另外,数字创新成果在被侵权后还面临维权难题。一方面,数字时代的技术和商业模

式复杂,无形的数字创新成果复制传播路径隐蔽,版权、数据权属及其分配规则不清晰,取
证困难。另一方面,数字平台经济呈现大规模发展,市场主体迅速增加,平台特性导致传

统秩序部分“失效”,现行监管制度调整无法及时到位和全面覆盖(王华等,2022)。例如,

Miric
 

et
 

al.(2019)指出,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成本较高,在发生侵权行为时,大量小规

模的“数字商品”生产者难以承担取证复杂、诉讼漫长等因行政维权手段而产生的机会成

本,仅少部分大平台、大开发者有足够的资金、时间和渠道获得知识产权保护。
在数字创新过程中,创新者需要付出大量的知识、时间和精力,而投资者则是金融资

源的主要供给者。然而,数字创新成果易被侵权和维权难题会降低创新者和投资者的预

期收益从而抑制其参与创新活动的意愿,导致数字创新动力不足,最终影响数字产业发展

的关键驱动力的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在全国

各地分阶段试点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机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更趋完善,为
研究司法赋能数字产业发展提供了理想场景。在传统审判模式中,知识产权案件与其他

案件共同归入特定审判庭,这需要法官对知识产权案件相关技术有充分的了解(杨秀清,

2020),而事实上,大部分法官并不具备相关学科背景,因而案件审判质量常常不尽如人意

(宋汉林,2015)。数字产业作为新兴经济形态,对法官的专业背景要求更高,这使得数字

知识产权相关的案件处理面临更大挑战,不利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而专门的知识产权案

件审判机构有助于解决前述难题,在知识产权司法体系改革后,通过设立独立的、专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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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院或法庭,配置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法官团队,可以满足大幅增长的知识产权

案件处理需要,缩短知识产权案件的取证过程,简化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流程与缩短审理

时长(黎文靖等,2021),使权利人的利益得到有效保护(Admati
 

and
 

Pfleiderer,1994)。
明确的产权界定与有效的制度执行是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的必要条件,而中国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的持续加强将为中国数字产业发展提供强大助力和重要保障。本文认为,知
识产权保护的增强可以通过提升创新者的创新意愿和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促进数字创新

成果的不断涌现,从而推动数字产业发展。
一方面,对于创新者而言,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虽不能改变数字创新容易被模仿的

特征,但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提高他人模仿发明成果和技术创新的违法成本,减轻由于知识

的公共物品属性所带来的外部性问题,并增加创新的商业化收益(Murray
 

and
 

Stern,

2007)。因此,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更高的市场中,数字知识产权相关的案件纠纷可

以得到更高效率的处理,数字创新者将更少担心被模仿、被抄袭的侵权行为,其知识产权

和经济收益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这将激励他们从事更多的数字创新活动,为数字产业创

业打下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对于投资者而言,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能够更好地保障其投资利益

(Kamien
 

and
 

Schwartz,1982)。数字产业作为全新的投资领域,其本身面临很高的不确定

性,这会使得投资者变得谨慎。而在一个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弱的地区,投资者还需要担

心投资数字产业后因为被侵权导致的投资失败风险,促使其投资策略更为谨慎,进一步减

少对数字创新活动的投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投资者的金融支持是数字创新活动的

必要条件。增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可以有效地缓解投资者对于数字创新成果被侵权导致

投资失败的担忧,提高其对于未来获取更高投资收益的预期,进而激发其投资于数字创新

活动的意愿。
在知识产权保护增强的背景下,数字知识产权的侵权成本大幅提高,为数字创新成果

的商业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作为数字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数字创新成果不仅可以支撑创

新者直接创业(刘洋等,2020),还可以通过技术售卖、专利交易等方式使更广泛的企业获

得先进的数字技术,从而推动数字产业的繁荣增长。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加强对数字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可以通过激发创新者的创新意愿与投资者的

投资意愿,促进数字创新成果产出,从而助推数字产业发展。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先后发布《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

2020年)》《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十三五”国家知识

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中国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在相关政策的具体落实方面,各地区分阶段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机

构是新时代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重要举措。截至2021年底,中国已经形成“1所最高

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4所地方知识产权法院+76所地方知识产权法庭”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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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专门司法机构布局,显著提高了中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黎文靖等,2021)。从

学术研究的视角看,分阶段、分地区逐步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庭)为研究中国增强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的经济影响提供了理想实验室。
中国第一所知识产权法院于2014年11月在北京成立,而后各地区逐步成立知识产权

法院(庭),本文据此设立多时点DID模型,样本区间为知识产权法院(庭)首次成立(2014
年12月)前后5年,即2010年到2019年(这一时间区间也规避了长达三年的全球性公共

卫生事件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本文使用城市层面的统计数据(城市是指直辖市和地级行

政级别的城市),其中,对于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并剔除控制变量

存在缺失值的城市,最后得到283个城市共计2830个观测值的平衡面板数据。经济数据

来自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新增企业数据来自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库。

2.2 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本文设计如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产业发展的影响:

Digitalcity,t=β0+β1*IPCcity,t-1+β2*Controlvariablescity,t-1+ρcity+ϕt+εcity,t (1)
其中,ρcity 为城市固定效应,ϕt 为年份固定效应。其他变量说明如下:

(1)
 

因变量。本文利用各个城市数字产业新创企业数量识别数字产业发展情况,一方

面是因为已经成立的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数据难以获取,另一方面,创业活动是经

济发展活力的重要表征(Aghion
 

and
 

Howitt,1998),可以很好地体现市场中人才、资本等

稀缺资源流动的方向,以及体现数字产业中企业基数的不断增长。2021年5月,为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数字经济和信息化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科学界定数字经

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范围,全面统计数字经济发展规模、速度、结构,满足各级党委、政
府和社会各界对数字经济的统计需求,国家统计局制定并通过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

业统计分类(2021)》。这一分类标准将数字产业分为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

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业5个大类①,大类之下又详细

列出了32个中类和156个小类,为本文认定数字产业提供了便利。
本文首先从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库中获取了每年新注册企业的数据,据统计,

2010—2019年共计新增企业5027万家②。在此基础上,本文先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数字

经济产业的认定标准确定数字经济企业的经营范围关键词,然后利用Python文本分析技

术将新注册企业的经营范围和国家统计局关于数字经济产业的认定标准进行比对,从而

将新创企业区分为数字产业企业和其他企业。为了更好地识别地区内数字经济产业相对

其他产业的发展趋势,本文以各地区各年度新增数字产业企业占所有新创企业的比重

(Digital)作为因变量。在后续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还采用了数字产业新创企业的数量作为

因变量。

①

②

本文尝试在稳健性检验中对不同的数字产业大类进行进一步细分,对不同大类分别检验司法保护的经济效

果,但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发现,很多企业可能出于长期发展的考虑,其工商登记的经营业务范围同时横跨多个大类,使
得进一步细分存在困难,因此未增加这部分检验结果。

为了验证数据的可信度,本文将获得的数据与公开信息进行比对,例如: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指出,2019年

前10个月,全国日均新注册企业达2万家,在本文的数据中,2019年共计新增企业816万家,日均新增企业与之相当。
公开信息来源,国务院:http://www.gov.cn/guowuyuan/2019-12/28/content_54646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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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列示了2010年到2019年中国数字产业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到,不管是数字产业

新创企业占总新创企业的比重,还是数字产业新创企业的数量,都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

势。在2010年时,每年和数字产业相关的新创企业仅占不到15%,而到2018年时,数字

产业创业活动占比已经超过30%。从数量上看,在2010年,全年数字产业新创企业仅30
万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年数字产业新创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0万家左右。同

时,数据也显示,在2019年,数字产业新增企业占比有一定程度上的下滑,不过从新增数

量上来看,下降幅度相对较小。其可能原因是,一方面,2018年美国挑起贸易争端,对中国

的芯片等相关数字产业发展形成了挑战,影响了数字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对数字

金融领域的严监管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相关领域的创业活动。总体上来看,数字产业已

经成为中国新增企业的重要来源,是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

图1 2000—2019年中国数字产业新创企业情况

此外,为进一步验证数字产业发展测度的合理性,本文将Digital与赵涛等(2020)构造

的数字经济指数以及戴若尘等(2022)构造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创新创业指数中的总量指

数得分和新建企业数量得分进行相关系数检验,变量之间相关性较强,表明本文构建的

Digital变量具有合理性①。
(2)

 

自变量。从中国当前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庭)的司法实践来看,知识产权法院(庭)
除了处理其设立城市的知识产权案件,还被指定处理周边城市的知识产权案件。例如,厦
门知识产权法庭的管辖地除厦门市外,还包括漳州市、泉州市、龙岩市三个城市。本文的

自变量(IPC)为城市是否有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庭)管辖。知识产权法院(庭)的数据通

过对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网站及各地级市知识产权法院、法庭网站手工检索整理

获得。考虑到知识产权法院(庭)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发挥作用,本文将IPC设立后的t+
1期及之后取值为1,否则为0。

(3)
 

控制变量。本文在城市层面控制了可能影响数字产业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指标,具
体包括:经济发展水平(LnGDP),等于城市人均GDP(取对数);第二产业占比(Second),
等于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比(Third),即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GDP
比重;金 融 发 展 水 平 (Finance),用 金 融 从 业 人 员 占 当 地 人 口 比 重 表 示;人 口 密 度

(Population_Density),为城市每平方公里人口数(取对数);失业率(Unemployment),等
于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与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年末城镇登记从业人口之和的比值;
外商投资水平(Foreign_Investment),城市外商实际投资额(万元)的自然对数;财政平衡

① 限于篇幅,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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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Fiscal_Balance),城市年度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比值;教育水平(Num_College),当
地高校数量加1取对数。此外,本文还控制城市固定效应,以控制城市层面不可观测的非

时变因素;同时,控制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宏观环境变化的影响。所有控制变量均滞后

一期。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本文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①。从新创企业情况来看,数字产业新创

企业的占比均值为16%,说明数字产业已经成为创业的热门领域。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在观察区间内,有12.6%的城市受知识产权法院(庭)的管辖。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Digital 2830 0.160 0.143 0.038 0.475 0.082

IPC 2830 0.126 0.000 0.000 1.000 0.332

3.2 主回归结果

表2为使用模型(1)进行检验的回归结果,标准误在城市层面进行聚类调整,以减少

对序列自相关的担忧。其中,列(1)单变量回归结果显示IPC的系数显著为正。列(2)加
入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IPC的系数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支持本文的猜想。不过

可以发现,与列(1)相比,列(2)中IPC的系数大小明显减少,这说明地区层面未观测到的

因素以及宏观经济环境对地区数字产业发展影响较大。进一步地,列(3)中增加了地区层

面的控制变量,可以发现IPC的系数同样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在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庭)后,数字产业创业活动明显增加,即增强地区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助于推动数字

经济发展。从回归系数来看,列(3)和列(2)的系数大小相当,表明地区经济社会环境并未

对本文的结论产生较大影响。控制变量方面,地区内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推动数

字产业发展,以及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数字产业发展具有更好的土壤,但是城市如果具

有较高的财政压力,数字产业的发展将面临阻碍。经济影响方面,列(3)中IPC的系数为0.
0199,说明平均而言,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庭)可以使辖区内的数字产业新创企业占比增加

2%,相比16%的样本均值,增幅达到12.5%。

表2 基准回归检验结果

(1) (2) (3)

Digital Digital Digital

IPC
0.0680*** 0.0200*** 0.0199***

(8.66) (5.27) (5.24)

① 限于篇幅,完整描述性统计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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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 (3)

Digital Digital Digital

控制变量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调整R2 0.075 0.865 0.868

观测值 2830 2830 2830

  注:(1)***、**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 T值;(3)模型标准误经过城市层面的

cluster调整。

3.3 稳健性检验

(1)
 

多期DID的稳健估计。最近几年,学术界对于多期DID模型做了大量讨论,认为

在处理组接受处理的时间是交错的,且平均处理效应存在随组别和时间变化的可能性时,
传统的多期DID模型可能不能得到处理效应的合理估计。因此,本文参考Callaway

 

and
 

Sant􀆳Anna(2021)以及Sun
 

and
 

Abraham(2021)给出的稳健的估计方法进行估计。结果依

然支持本文结论的稳健性①。
(2)

 

平行趋势检验。本文将模型(1)中的IPC替换为知识产权法院(庭)设立前后的相

对时间,-4和4分别表示知识产权法院(庭)设立前第4年(及以前)、后第4年(及以后),
从知识产权法院(庭)设立前的第3年到知识产权法院(庭)设立后的第3年以-3到3表

示,并以知识产权法院(庭)设立前的第4年及以前年份作为基期。OLS平行趋势检验结

果如图2(a)所示,符合平行趋势假设。从知识产权法院(庭)设立后的第1年起,系数明显

增大且显著异于零,表明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图2 多期DID的事件研究图

此外,为进一步解决多期 DID 的异质性处理效应 问 题,本 文 参 考 Callaway
 

and
 

Sant􀆳Anna(2021)以及Sun
 

and
 

Abraham(2021)给出的更加稳健的估计方法进行估计并绘

制事件研究图,结果如图2(b)(c)所示,符合平行趋势假设。
(3)

 

工具变量法。虽然本文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但依然可能存在一

① 限于篇幅,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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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未观测到的因素对本文结论产生影响。此外,也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即数字经济发

展催生了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需求,进而促使当地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庭)。为此,本文进

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逐步

完善的,因此,下级官员对党中央政策思路的精准把握尤其重要。潘健平等(2022)的研究

显示,相比前一任职单位在地方政府的地方官员,前一任职单位为中央机关的地方官员在

落实中央政策思路方面更加迅速,执行力更强。从知识产权法院(庭)的设立来看,一般由

省级高院统筹,因此本文以省级高院院长是否曾在最高人民法院任职作为工具变量。如

果省级高院院长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则其更可能推进知识产权法院(庭)的建立,但其并不

会直接影响数字产业的发展。
表3列(1)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省级高院院长更可能建

立知识产权法院(庭),与本文的猜想相符。列(2)为第二阶段的检验结果,IPC的系数显著

为正。此外,弱工具变量检验的F值为18.83,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进一步地,为了减少

对于工具变量外生性的担忧,本文参考Pan
 

et
 

al.(2018)的做法,同时将工具变量和自变量

放入回归,列(3)中,IPC显著为正,但工具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表3结果显示,在使用工

具变量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表3 工具变量回归

(1) (2) (3)

IPC Digital Digital

Is_Central
0.2629*** 0.0060

(4.58) (1.16)

IPC
0.0415** 0.0188***

(2.10) (5.0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调整R2 0.532 0.864 0.868
观测值 2830 2830 2830

  注:(1)***、**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T值;(3)模型标准误经过城市和年度层

面的cluster调整。

(4)
 

其他稳健性检验①。此外,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①考虑地区差异。由

于不同地区之间发展数字经济所需的禀赋具有差异,本文进一步针对区域差异展开检验。
首先,考虑到东部省份和中西部省份在经济区位、数字人才积累等方面差异明显,本文将

总样本分为东部省份和中西部省份两组进行检验,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地,由于省会城

市和非省会城市同样存在经济、人才等方面的差异,故剔除省会城市样本进行检验,结论

依然成立。②仅考虑最早成立的知识产权法院。中国在2014年底,首先在北京、上海、广
州成立了知识产权法院,在2017年后,全国其他地区陆续设立知识产权法庭。考虑到在

2014年以后,其他地区市场可能形成未来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庭)的预期,本文剔除掉

① 限于篇幅,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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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后的观测值进行回归,结果依然支持本文的猜想。③替换因变量。本文进一步

使用数字产业新创企业数量(取对数)作为因变量,再次证明结论的稳健性。

4 扩展性分析

前文已经证实,增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有助于推动数字产业发展。在扩展性分析中,
本文将首先围绕影响机制展开讨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回答如下几个问题:一是什么样

的市场环境有利于知识产权法院(庭)更好地发挥作用;二是从政府角度看政府财政压力

能否对知识产权法院(庭)的作用发挥形成影响;三是考察数字产业创业活动是否对经济

发展形成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4.1 影响机理分析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产业发展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认为,在增强

知识产权保护后,一方面可以降低创新者对于未来被侵权的后顾之忧,从而促使其更多地

从事数字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投资者因为投资数字产业被侵权而导致投资失败

的风险,进而激发其投资于创新活动的意愿。
首先,由于数字创新是数字产业发展的基石以及数字经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源,本

文先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增强是否促进了数字创新成果的增加。本文参考宋敏等(2024)和
王也等(2024)的方法,采用城市层面的人均数字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衡量当地的数字创

新产出水平,数据来自CNRDS数据库。该数据库根据《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参照关系表(2018)》中的专利号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参照关系,通过专利的主分类号

匹配该专利的行业分类,并根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进一步匹配得

出数字经济专利。基于此,本文构建AppP、GraP两个变量,分别等于城市当年在数字经

济领域的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以及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授权数量,除以城市

总人口再加1取自然对数。回归结果如表4列(1)~(2)所示,IPC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

显著为正,表明知识产权法院(庭)设立提升了地区内的数字创新水平,从而为推动数字产

业创业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表4 影响机理分析

(1) (2) (3) (4) (5) (6)

ln_AppP ln_GraP ln_AppP ln_GraP ln_AppP ln_GraP

IPC
0.0837*** 0.0725*** -0.0035 -0.0169 -0.0135 -0.0270

(3.19) (3.23) (-0.11) (-0.63) (-0.48) (-1.21)

HDigital_person
0.0445* 0.0191
(1.95) (1.03)

IPC×HDigital_person
0.1609*** 0.1667***

(3.16) (4.01)

HInvest_activity
-0.0134 -0.0087
(-1.30) (-1.04)

IPC×HInvest_activity
0.1617*** 0.1587***

(4.51) (4.98)



第4期 林楠 宁博 阮氏秋河 梁师赫:
 

数字产业发展的制度性基础:知识产权保护视角 117  

续表

(1) (2) (3) (4) (5) (6)

ln_AppP ln_GraP ln_AppP ln_GraP ln_AppP ln_GraP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R2 0.926 0.922 0.929 0.924 0.923 0.920

观测值 2830 2830 2780 2780 2790 2790

  注:(1)***、**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 T值;(3)模型标准误经过城市层面的

cluster调整;(4)由于统计数据缺失,研究样本略有变化。

此外,本文进一步验证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促进创新者的创新意愿和投资者的投资

意愿对数字创新产出的影响。首先,如果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缓解创新者的潜在担忧,
那么在信息化相关人才数量更多的地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庭)对数字创新的影响应更

为明显。表4列(3)~(4)中,HDigital_person为信息化人才较多城市的虚拟变量,若该城

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人数除以当地总人口(滞后一期)大于样本的年度中位

数,则HDigital_person取1,相关数据来自城市统计年鉴。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

正,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了信息化人才从事数字创新活动的意愿。
进一步地,如果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缓解投资者的担忧,则在投资更加活跃的地

区,知识产权法院(庭)对数字创新活动的影响将更为明显。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是创新创

业活动,其主要投资者是风险投资,所以本文使用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编制的区

域创新创业指数①中的PEVC指数衡量地区内的投资活力。具体而言,本文根据滞后一期

的PEVC年度中位数分组,若高于中位数则HInvest_activity变量取1,否则为0。表4列

(5)~(6)的结果显示,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证实了本文的机制,即知识产权保护的增

强有助于提高投资者对数字创新活动的投资意愿。
综上,表4的结果表明,知识产权法院(庭)的设立有助于激发数字产业创新者的创新

意愿和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促进数字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进而助推数字产业发展,本文

的机制得到验证。

4.2 地区智力支撑与数字产业发展

数字产业作为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信息技术的新兴产业,其发展过

程离不开智力的支撑。在人才更多的地区,一方面信息技术相关的人才可以利用自身的

专业技术从事数字产业相关工作,开展创业活动;另一方面,即使没有信息技术背景,高水

平的人才也可以凭借对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更加准确和前瞻性的认知,引导创业资源流向

更具发展前景的数字产业领域,例如进行数字创业投资或者领导和组织数字创业活动。
本文以各城市高等教育院校数量(加1取对数)衡量当地的智力支撑。首先,高等院校本

身具有直接为市场提供智力支持的功能,科研工作者可以直接参与数字产业发展;其次,

①

 

戴若尘,
 

祝仲坤,
 

张晓波.
 

2021.
 

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构建与空间格局:
 

1990—2020[Z/OL].
 

https://doi.
org/10.18170/DVN/NJIV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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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培养的人才在进入市场后,可以扩充当地的人才资源库。在增强知识产权保护

后,相关人才参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后顾之忧得到解决,数字产业创业活力将得到更大

程度的释放。表5列(1)为检验结果,其中,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地良好的人才

支撑能够更好地激发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表5 扩展性讨论结果(一)

(1) (2)

Digital Digital

IPC
0.0181*** 0.0168***

(5.10) (4.70)

IPC×Num_College
0.0133***

(4.47)

IPC×Finance
2.7321***

(3.2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调整R2 0.871 0.869

观测值 2830 2830

  注:(1)***、**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 T值;(3)模型标准误经过城市层面的

cluster调整。

4.3 金融市场支持与数字产业发展

数字产业发展除了需要人才的支撑,也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持。在金融资源比较丰富的

地区,市场主体在从事数字产业创业活动时,不仅有更多获取金融支持的渠道,而且更强的市

场竞争还会降低金融资源的获取成本,这些都将降低创业过程中面临的融资约束。与此同

时,在更发达的金融市场中,金融机构有更加完善的风险监督、防范体系,对于创业失败风险

更加包容,从而可以为数字产业创业提供更加灵活的融资方案。本文以各个城市中金融从业

人员占城市人口比重测度当地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在金融从业人员更多的地区,市场对金

融资源的需求更大,其市场发展也更为完善。表5列(2)中加入金融市场发展情况与知识产

权法院(庭)设立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更加发达的

金融市场能够进一步释放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对于新时

代思考如何利用金融市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很好的政策参考价值。

4.4 地方政府支持与数字产业发展

数字产业作为最近十年来新兴的产业,其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引导和财政支持。

首先,从政府引导的视角看,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提高宣传力度来引导市场进行

相关的经济活动。如果地方政府具有更高的市场前瞻性,在政府工作中更多地强调数字

经济发展,则一方面可以引导下级政府部门对数字产业发展提供更多支持,另一方面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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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创业者释放了数字经济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积极信号。在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庭)后,
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将可以更大程度地激发数字产业的创业活力。考虑到政府工作报告是指

导政府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未来重点工作内容进行了清晰全面的布局(陈诗一和陈登科,

2018),可以较好地反映出政府的政策支持导向,本文搜集了各个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具体

地,本文参考杨刚强等(2023)从政府工作报告中整理了数字经济相关词组的词频,以数字经

济相关词组出现的次数除以政府工作报告的总词组数量,测度上级政府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引

导与重视程度。表6列(1)为检验结果,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证实了本部分的猜

想,即政府部门的重视和引导有利于进一步发挥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表6 扩展性讨论结果(二)

(1) (2) (3)

Digital Digital LnGDP(t+1)

IPC
0.0141*** 0.0185***

(3.27) (4.94)

IPC×Policy
4.9396*

(1.76)

Policy
0.3856

(0.36)

IPC×Fiscal_Balance
-0.0074***

(-4.17)

Digital
5.4338***

(5.7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调整R2 0.868 0.869 0.907

观测值 2830 2830 2830

  注:(1)***、**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 T值;(3)模型标准误经过城市层面的

cluster调整。

其次,从财政支持的角度看,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可以进一步激发区域内的创业意愿。
不过,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也受到财政压力的影响。当一个城市的财政压力更小时,在支

持相关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将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支持政策,从而使得当地的数字产业发

展受益更多。反之,如果城市的财政入不敷出,则难以为数字产业发展提供必要支持。基

准回归的结果也显示,较高的财政压力确实会阻碍数字产业发展。循此逻辑,本文认为,
在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庭)后,地方的财政压力可能成为限制其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为

此,本文在模型(1)中加入财政平衡度与知识产权法院(庭)的交互项。结果如表6列(2)
所示,其中IPC×Fiscal_Balance的系数显著为负,证实了本部分的猜想,即知识产权法院

(庭)对数字产业发展的积极影响还依赖于地方财政的支持。这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即
在新时代要进一步发挥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需要更多地思考如何

实现财政制度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协同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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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知识产权保护、数字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

数字经济被认为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有利于中国加速形成现代化

经济体系。然而,在现实中,数字产业创业也存在蹭热点的可能性,即相关创业活动并不

能对经济发展形成实质性的推动作用。为此,本文进一步检验数字产业创业活动是否促

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具体而言,本部分参考Di
 

Giuli
 

and
 

Laux(2022)采用两阶段法检验知

识产权法院(庭)的经济后果。第一阶段估计解释变量IPC对数字产业创业Digital的影响,
第二阶段,使用第一阶段得出的Digital的估计值作为自变量,与以t+1期的人均GDP进行

回归。结果如表6列(3)所示,数字产业创业活动Digital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增强知识产

权保护带来的数字产业发展确实对经济增长具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5 结论与启示

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

域。数字经济作为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结

果,由于具有无形性、易复制和易被侵权等特点,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具有更高的要

求。本文首次从数字产业发展的制度因素的视角出发,以中国分阶段试点建立知识产权

法院(庭)为准自然实验,深入考察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数字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在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庭)加强司法保护力度后,地区内的数字产业新创企

业比例显著增加,影响机制是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了创新者的创新意愿和投资者的投资意

愿,从而促进数字创新水平提升。进一步地,本文还发现,地区内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更为

完善的金融市场,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有利于知识产权法院(庭)更好地

发挥经济影响。最后,从经济后果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数字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增

长具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有如下政策启示:
一是持续完善中国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经济发展

的推动作用。本文的研究显示,专门化的知识产权司法机构有助于保障数字创新人才和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进而助力数字产业发展。目前,中国有部分地区依然没有设立知识产

权保护的专门司法机构,在中国加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十四五”时期,应该根据各个城

市的市场需求、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等实际情况,不断增设独立的知识产权法院(庭),充分

发挥司法体系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持和保障作用。并且,除了为数字知识产权提供司法

保护,还要尤其重视完善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特征、新问题,持续完善数字

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建立专业的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团队,形成立法、执法、
司法协同并进的强大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法治体系,为以数字经济发展助推新质生产力发

展提供强力的法治保障。
二是不断强化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共同推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中国数

字经济规模快速扩张,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本文的研究显示,更多的

人才积累和智力支持,更加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更多的政府政策引导和有力的财政支

持,能够更大程度地激发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表明,数字

经济要实现更高质量、更快速度的发展,需要不同制度因素的协同支持。在新时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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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持续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执法和司法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的沟通协作,通过配套人

才引进和支持政策,完善金融市场监管和激发金融市场活力,以及出台针对性的财税支持

政策,打造法治保障、人才支撑、金融支持、财政扶持的数字经济环境,助力中国抢占新一

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三是市场参与者应牢牢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全新机遇,积极把握制度环境持续完善

带来的制度红利。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数字革命正快速融入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为市场参与者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不过,
对于数字经济这一全新的经济形态,传统的制度安排已经难以满足其发展需要。本文的

研究显示,对于市场中的数字创新者和投资者而言,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有助于缓解

其参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近年来,中国为了支持数字经济发展,从政策引导、财
政扶持和立法司法等方面全方位探索制度改进方案,为市场参与者从事数字经济相关的

生产活动创造了大量的制度红利。新时代,市场参与者应敏锐地把握制度环境变化过程

中出现的发展红利,积极参与到数字经济发展这一新时代进程中,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

时,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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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industry
 

is
 

a
 

vital
 

task
 

for
 

China
 

to
 

seize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new
 

era.
 

Given
 

the
 

intangible,
 

replicable,
 

and
 

easily
 

infringed
 

nature
 

of
 

digital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digit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This
 

paper
 

leverages
 

the
 

ongoing
 

efforts
 

to
 

improve
 

China􀆳s
 

judicial
 

system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exploits
 

the
 

staggered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iz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s
 

and
 

tribunals
 

(IPCs)
 

across
 

various
 

regions
 

since
 

2014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dataset
 

covering
 

over
 

50
 

million
 

new
 

enterprises,
 

we
 

fin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IPCs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vibrancy
 

of
 

digit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jurisdictions
 

concerned,
 

as
 

evidenced
 

by
 

a
 

12.5%
 

increase
 

in
 

the
 

share
 

of
 

digital
 

startups
 

among
 

all
 

newly
 

founded
 

firms.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stronger
 

judicial
 

protection
 

of
 

digital
 

property
 

rights
 

boosts
 

the
 

innovation
 

motivation
 

of
 

digital
 

talent
 

and
 

the
 

investment
 

willingness
 

of
 

investors,
 

thereby
 

facilitating
 

more
 

digital
 

innovation
 

outcomes
 

that
 

underpin
 

digital
 

industrial
 

growth.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se
 

effects
 

are
 

more
 

pronounced
 

in
 

regions
 

with
 

stronger
 

intellectual
 

resources,
 

more
 

mature
 

financial
 

markets,
 

and
 

more
 

proactive
 

local
 

policy
 

and
 

fiscal
 

support.
 

Finally,
 

in
 

terms
 

of
 

economic
 

consequences,
 

judicial
 

empowerment
 

of
 

digital
 

industry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s
 

to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making
 

it
 

an
 

important
 

driver
 

of
 

loc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is
 

study
 

provides
 

robust
 

evidence
 

for
 

the
 

positive
 

impact
 

of
 

judici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industry
 

and
 

offers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hina
 

to
 

gain
 

a
 

first-mover
 

advantage
 

in
 

the
 

global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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